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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旅游非正规就业研究较少关注乡村空间中的现

象，已有研究尚未能充分解释乡村旅游中的非正规就业。文

章以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村民导游”为例，运用质性研究方

法，探讨了乡村旅游中非正规导游呈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

现，村民从事非正规导游是外部促动的结果，体现在村民参

与到旅游非正规部门的被动性与妥协性。具体而言，呈坎村

的地方性催生的导游需求与正规导游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

村集体经济单一、旅游分配制度社会正义性存疑促使村民参

与到旅游业之中；“村民导游”是留守村民在性别、年龄、职业

等因素限制下参与旅游业的重要甚至是唯一途径；由于从事

非正规导游带来的经济和文化层面的正反馈与适应外部自

发形成的竞争合作行为，“村民导游”将长期存在。进一步，

文章提出“前提-参与-选择-反馈-适应”模式解构乡村旅

游中的非正规就业现象。文章认为，在较难从群体本身治理

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情形下，可从提升旅游服务水平、改善旅

游分配制度与加强村落日常生活文化建设来应对非正规导

游等乡村旅游中涌现的非正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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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中国乡村由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转型，

供给食物和自然资源不再是乡村空间的首要功能，

乡村亦成为消费的场所[1]。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

代初兴起的乡村旅游，也已经从小旅游、中旅游步

入大旅游时代[2]。传统村落在传统文化、民族文化、

地域文化等方面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整体传承性
[3]，成为乡村旅游发展依托的重要载体。伴随着乡

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也不断涌现出一些新现象、新

问题、新挑战，如非正规住宿、非正规交通、非正规

食品服务等非正规就业现象层出不穷[4]。

尽管国内外有关旅游非正规就业现象的研究

已颇有建树，但聚焦于乡村旅游中非正规现象的仍

相对欠缺[5]。由于乡村旅游在空间性、社会性、在地

性等维度上与城市旅游差异较大，以往关注城市景

点与海滨旅游地的相关研究较难充分解释乡村旅

游中的非正规就业现象。在现实层面，旅游非正规

就业在中国乡村景区往往得到了某种默许[6]，但由

此产生的对旅游体验与旅游形象的负面影响，则可

能威胁乡村旅游社区的良性发展。因此，无论从增

进对旅游非正规就业理解本身，还是促进乡村旅游

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方式而言，乡村旅游中的非正

规就业现象都需进一步研究与分析。

旅游非正规就业涵盖了食、住、行、游、购、娱[7]，

但是在小尺度的传统村落旅游中，可能涉及的类型

较少。本文主要关注与“游”相关的非正规导游。

具体而言，呈坎村的“村民导游”在规模方面，超过

了旅游公司的正规导游，而同处黄山市的西递、宏

村、唐模等传统村落却没有类似现象。因此，本文

所要回答的研究问题是乡村旅游中非正规导游呈

现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是主动选择还是外部促

动？一方面，在已有研究[8-10]的基础上，剖析非正规

导游形成本身，深化对旅游非正规就业影响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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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与认识，呼应旅游非正规就业具有多种历史、

地理、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所塑造的特征 [11]的观

点；另一方面，透过非正规导游现象，审视乡村旅游

开发中的社会正义性、乡村日常生活文化等问题，

并为呈坎村及其他乡村旅游地提供应对非正规导

游的建议与启示。

1 非正规就业在旅游研究中的进展

非正规就业的研究受到了来自旅游研究等领

域学者的持续关注[7]，是指发生在国家监管范围之

外的经济活动，涉及个体经营者以及经营规模较小

的企业[12]。国际劳工组织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工人

定义为具有以下特征之一[13]：未依法成立，因此不纳

税；没有一套完整的账户，至少销售其生产的一些

商品；未登记员工，因此他们既没有获得健康福利，

也没有养老金福利。郭为等结合中国具体国情，认

为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本质核心包括 3点[14]：没有在

政府部门登记，劳务处于税务监管的盲区；没有纳

入社会保障体系，或者虽有制度性的规定，但很少

被执行；劳动关系不规范、不稳定，劳动契约随时可

能被终止。对于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定义，除了少数

研究通过资本、技术、对外国的依赖度等特点将非

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区别外[15]，大多数学者根据上

述非正规部门的特征，将销售旅游纪念品的小贩、

街头小手工艺人、人力车司机、没有营业执照的家

庭旅馆、无证导游和景区附近路边的小吃摊等视为

旅游非正规就业的从事类型[7，14，16-17]。进一步，张若

阳等将乡村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界定为以各种不同

方式参与乡村旅游经济活动但未在政府部门登记

或未依照劳动法签订正规劳动合同的群体[5]。本文

所关注的非正规导游①，即“村民导游”，该群体不被

旅游公司和地方政府所承认，其空间活动范围时常

受到管制的体制外群体，符合学界对旅游非正规就

业的既往认知与分类。

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经验研究多探讨了非正规

就业的影响因素。从非正规部门角度来看，户籍制度

松动造成的农村人口流动、城市化快速催生的就业

岗位激增、所有制结构调整等使得非正规就业现象

在全国不断涌现[18]。从从业者的视角来看，收入、税

收、自身能力、个体特征对非正规就业具有影响[8]。

基于实地调研，郭为等通过分析青岛旅游自我就业

者的现状，发现影响自我就业的因素包括机会成

本、社会关系网络、就业的休闲功能、时间自由对工

作和家庭的平衡、收入等[8]。由此可见，改善自身贫

困和增加收入等经济因素[12，19-21]已不再是唯一原因，

社会文化层面的因素亦被考虑进来[22]。在此方面，

梁增贤和谢春红发现，旅游非正规就业是一条低层

次劳动者向高层次城市就业者转变的职业通道[10]，

这有效回应了非正规就业是逃避非自愿失业的最

后策略还是基于收入或效用最大化的自愿选择之

间的争辩[23]。除影响因素外，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拉

动效应及增长规模[14，18]、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的

关系[11-12，24]、非正规就业对旅游地的影响[17，21，25，27]、非

正规就业群体特征[7，28]及行为特点[16，19，25]，对非正规

就业群体的管理措施与效果[11，24，29-31]也被许多学者

广泛研讨。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于2010年以后开始关注旅

游非正规就业 [18]，开展了许多具有启示意义的研

究。但由于对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研究具有隐藏性

与边缘化的性质[16，32-33]，加上非正规就业是高度细分

的[13]，进而有学者指出与旅游相关的非正规就业研

究范围极其有限，仍旧不足[34]。一般而言，旅游非正

规就业涵盖了城市和农村两个地域类型[18]。但由于

最早有关非正规就业的研究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

乡村人口过剩、从而流向城市的背景下进行的[35]，所

以除少数探讨乡村旅游中的非正规住宿[34]与非正规

就业居民的社会排斥感[5]以外，大多数旅游非正规

就业的研究仍聚焦城市[7，17，28，36-38]、度假胜地中心和

海滨[11，39]。从影响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因素来看，旅

游非正规部门呈现的复杂性、异质性与差异性[11-17，24]

逐渐被一些学者所强调，已有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到

了影响因素的某一方面，如收入低下或区域性贫

困、微观或宏观层面等，缺乏一种系统性的关系视

角来审视非正规就业的呈现，对于非正规就业的影

响因素与形成逻辑、治理措施等尚处在争辩之中。

进一步，有关影响因素的理论透视，非正规现象的

解释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视角[18，40]，例如二元

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现代化

主义、依附理论，但不同视角之间亦存在争议性甚至

是相互冲突的[41]。进而，有研究认为，由理论视角之

间的争论所揭示出非正规部门的多样性和地理差

异性，突出了具体部门具体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42]。

因此，本文尝试在既有视角的基础上，暂时抛开不

同视角之间的先验划分，并承认事物发展的不可知

①本文所定义的非正规导游，即“村民导游”，是自发参与到带客服

务中的村民；正规导游是旅游公司聘请的导游员，包括具有国家导游资

格证的导游和景区讲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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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广义对称性与自由关联的原则[43]，以一种后结构

主义的立场跟随不同行动者，详细描绘非正规导游

呈现的影响因素。从而推进国内学者在乡村旅游

中非正规就业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将旅游非正规就

业研究的学术关照从城市扩充到乡村，深化对该领

域的认识与理解。

2 案例地概况

呈坎村，原为古徽州首府歙县辖地，现属中国

安徽省黄山市古徽州区，是呈坎镇政府所在地。村

域面积达 8.24平方千米，人口 3460余人（呈坎古村

落核心区2619人）①。历史可追溯到1800多年前东

汉时期，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始于距今1100多年前的

唐末。丰富的古建筑是呈坎村的重要特色，罗东舒

祠和呈坎古民居建筑群（明末至清初古建筑 20处）

分别于1996年和2001年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素有“中国古建筑艺术博物馆”的美誉。中国传

统风水文化深刻影响了该村的村名、单体建筑设计

与整体空间结构。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呈

坎村便依托村落独特的历史文化与丰富的古建筑

遗产发展旅游业，2002 年，地方政府以租赁方式[44]

委托黄山市徽州呈坎八卦村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旅游公司）进行旅游开发，重点打造“中国风水第

一村”“八卦村”的旅游形象。目前，可供参观的主要

景点有永兴湖、下屋、燕翼堂、环秀桥、罗东舒祠（图

1），包含文献祠旧址与灵秀亭两个进村入口。

2002年，旅游公司与呈坎镇政府、区委区政府、

呈坎村村民代表签订了为期20年的合同，获得了呈

坎村旅游开发与经营的权力，标志呈坎村旅游发展

开始迈向正规化道路。旅游公司进驻呈坎村以后，

对呈坎村基础设施与旅游资源做了进一步整合。

2002—2005 年，陆续有游客前往呈坎景区观光，此

时进村入口较多，游客在村落的位置也相对分散。

村民在与游客互动中充当带路与讲解的角色，这便

是“村民导游”的雏形。2006年，呈坎景区开始大规

模营业。翌年，呈坎景区被列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2012年，呈坎村被列入首批中央财政支持的中

国传统村落名单。2014年，包括呈坎景区在内的古

徽州文化旅游区申报国家5A级景区得到批复。随

着呈坎景区知名度的提升，呈坎景区的旅游人次也

大规模增长，这也刺激了更多村民加入“村民导游”

队伍。由于“村民导游”素质、技能等方面的限制，

在与游客互动中出现了磨客、拉客等行为，一度对

景区秩序与旅游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更是由于

“村民导游”身份特殊性与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原因，

该群体的管理成为地方政府与旅游公司很难处理

的事情。拐点发生在2015年，当时在永兴湖区域发

生了“村民导游”打架事件，对旅游景区造成了极为

负面的影响。旅游公司借此对“村民导游”的空间

活动范围进行限制，即不允许“村民导游”进入村落

的各景点。为了进一步规范“村民导游”，呈坎镇政

图1 景区导览示意图

Fig. 1 Scenic spot guide diagram

①资料来源：呈坎镇人民政府. 呈坎村简介[EB/OL].[2020-11-27]. http://www.ahhz.gov.cn/zwgk/public/6616263/91970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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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与旅游公司于2016年10月1—3日聘请了黄山学

院的相关老师给“村民导游”进行培训，主要集中在

仪容仪表、内容讲解等导游服务技能提升方面。但

当时正值旅游旺季，“村民导游”第1天参加培训后，

绝大多数第2天、第3天均不再参加。因此“村民导

游”培训与管理之事亦不了了之。总之，呈坎村的

“村民导游”是在乡村旅游开发的背景下涌现的，并

随着呈坎景区知名度的逐渐提升而不断发展，这一

乡村地域中非正规导游现象，所涉及的旅游收益分

配、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正规导游与非正规导

游之间的关系、乡村日常生活文化等问题具有外推

意义。这符合王宁所强调的“一个个案，只要能集

中体现某一类别，则不论这个类别的覆盖范围的大

小怎样，就具有了典型性”[45]，也呼应了个案研究分

析性概括之取向[46]。

3 研究方法与过程

由于定性研究方法有助于识别人们在社会情

景中的生活经历、行为和感受[47]，本文通过在呈坎村

的 3 次田野调查，使用了半结构式访谈、直接观察

法、参与式观察法来收集关键证据，包括访谈资料

和田野调查日志。为了进一步验证资料之间的真

实性与可信度，分析材料还包含了网络文本材料，

例如《徽州区呈坎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携程网用户点评数

据等。受访对象也不仅包含“村民导游”，亦包括与

之相关的村民、旅游公司、游客等利益相关者，以尽

可能运用较多信息相互参校[46]，进而在不同证据链

之间形成“三角互证”[48]。分析方法则参考了Cole[49]

与Littrell等[50]的研究，即通过归纳方法，对多种文本

材料进行编码分析总结出范畴，以确定具有意义的

主题。

具体而言，田野调查分为 3个阶段：（1）第一阶

段是 2017年 7月 12—16日，笔者以游客身份与“村

民导游”互动，对该群体的特征、规模、动机进行初

步调研。（2）第二阶段是 2018 年 7 月 26—8 月 1 日，

聚焦“村民导游”发展过程、从事原因与带客行为。

在此阶段，笔者为保证资料收集的真实性与丰富

性，一方面，请所住农家乐的老板介绍其熟悉的“村

民导游”进行访谈，并以滚雪球的方式确定、发展访

谈对象；另一方面，为建立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信任

关系，笔者也以导游身份①加入“村民导游”队伍之

中，帮助“村民导游”带客。（3）第三阶段是 2019年 3

月 10—16 日，笔者在上述两阶段资料分析的基础

上，对资料中析出的范畴进行针对性的访谈，以检

验有无新范畴出现[51]。此外，对“村民导游”的形成、

发展尚存在模糊之处展开补充调研，并将文章内容

的初步分析结果交由该群体中文化素养相对较高

的“村民导游”进行审阅，力图使研究发现在尊重研

究对象的基础上更接近事实。前后3个阶段共访谈

34人，涉及村民、游客、村民导游、旅游公司、村委会

等利益相关者，详细情况见表1。

4 结果分析

4.1 非正规导游产生的前提

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呈坎村的地方性催生了

导游需求。呈坎村村落具有历史悠久、古建筑丰

富、街巷肌理复杂的特征。相对于西递、宏村而言，

呈坎村的历史还要早约800年。村落历史积淀深厚

使得古建筑遗存丰富，横跨了元、明、清3个朝代，目

前拥有两处国家级保护单位。在村落规模及构造

方面，呈坎村古村落范围较大，共有二圳五街九十

九巷，其街巷肌理也更加复杂。因此，呈坎村的旅

游观光活动客观需要解说、带路之人。在旅游发展

早期，村民在与游客互动的过程中，便承担了“村民

导游”的角色。“刚开始没有人会做导游的，有的客

人来了以后，就想和老百姓聊聊，问问这个地方怎

么样，还有的客人是有点迷路，需要带路，然后就有

了边带边讲讲，类似于导游这个工作了。”（村民导

①笔者持有导游证，在主动拉客的过程中成功帮“村民导游”带到

了两名客人，由此建立初步的信任关系。

表1 受访对象基本情况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受访对象

Interviewee

村民导游
Village guide

村民
Villager

村委会干部
Village

committee cadre

旅游公司负责人
Head of travel

company

旅游公司保安
Travel company

security

游客
Tourist

数量
Quantity

13

9

2

2

3

5

性别
Gender

男性4人
女性9人

男性5人
女性4人

男

男

男

男性3人
女性2人

受访地点
Interview location

文献祠入口、灵秀亭、
景点附近街巷

村民家中及乘凉处

呈坎村委会办事大厅

旅游公司接待大厅

景点查票处

景点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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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7）实际上，从笔者田野调查的经历来看，时常会

出现迷路的情况，游客也常在景区导览图指示牌前

驻足观看，并询问附近的村民、开店老板等。

但与此同时，旅游公司并未能有效满足游客在

此方面的需求，正规导游不足引致非正规导游需求

增长，部分“村民导游”的优势在与旅游公司的比较

中得以显现。首先，旅游公司导游（约20人）表现出

数量少、服务水平低的特点。即便时至今日，尤其

在旅游旺季（春节、暑期、国庆节），旅游公司仍然以

聘请临时导游人员来缓解用人压力。在呈坎村旅

游观光需要导游讲解的前提下，就存在着导游供给

缺口。其次，在导游服务水平上，旅游公司导游的

讲解呈现出教条化、娱乐化的特征。公司导游的讲

解严格按照预先设定好的解说词与游览路线展开，

未能有效传递呈坎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及旅游线路

之外的重要的历史景观（例如长春大社）。而“村民

导游”讲解的灵活性较大，相对而言，可以从家族记

忆及生活经验解说旅游景观的历史文化。田野调

查发现，旅游公司导游员缺乏对村落地方文化的深

刻了解，“村民导游”能够全面深入解说呈坎村历史

文化。“村民导游中确实有几个讲得还是比较好的，

客观来说，他们也具有市场。”（村主任）“公司的那

些导游都是胡扯，什么百姓街啊、水口啊那都是假

的，不是那样的，你要想聊历史的话，那个姓黄的村

民导游还是能讲些徽文化出来。”（村民2）旅游公司

导游讲解收费50元一次，一般在1小时左右讲解完

毕，解说时间相对较短。而“村民导游”收费则从10

元~50 元不等，相对便宜，游览时间也不限制。因

此，从文化解说、导游服务水平方面来说，“村民导

游”在呈坎村导游服务中占有一席之地。

4.2 村民参与旅游业的推动力

呈坎村的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单一，进一步促

使村民参与到旅游业之中。《徽州区呈坎镇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

2020）》①显示，呈坎镇仍存在工业经济发展缓慢，村

集体经济收入单一等问题。在呈坎村发展旅游初

期，呈坎镇村民生计方式单一，缺乏其他生计来

源。“这里的老百姓也没什么副业，加上这里又没有

什么工业支撑，给个 5 块钱、10 块钱，十几年前老百

姓也可以买点油盐酱醋，补贴家用，就这样搞搞，还

觉得这样是一个商机，也有这个市场，外地人想找

当地的老者了解了解。然后 1 个、2 个、3 个就自发

地出来了。”（村民导游10）从实际调查来看，留守村

民依赖茶叶种植、少量的油菜、水稻等维持生计，再

加上徽州地区“人多地少”的状况，导致了村民收入

十分有限。在此背景下，“村民导游”服务带来的

“小费”，对经济收入水平低、收入来源单一的村民

来说，具有相当的经济意义。由此，村民开始意识

到“村民导游”是一个商机，一些村民便自发来做

导游。

此外，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未有效提升村民

的获益感，促使村民进一步加入旅游业中。从旅游

经济状况来看，该村近些年旅游发展态势迅猛。仅

2018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呈坎景区的门票收入就

高达422.7万元②。另外，徽州区文化旅游体育局提

供的数据③显示，2014年至 2018年呈坎景区门票人

次年均增长 10.37%，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14.34%，其

中，2018年呈坎景区门票人数达860 676次，旅游总

收入达 5311.76 万元。与此相反，村民个体从旅游

发展中获益却很少，并未感受到呈坎村乡村旅游经

济发展带来的获得感。通过各方访谈发现，2016年

至今村民每人每年分红 150元，其中 80岁、90岁以

上分别增加 50元、100元。在提及旅游收入分配的

数额时，许多村民都特别强调150元不是一个月，而

是一年的分红收入。村民对现有的旅游分配制度

表现出强烈不满，引起了对旅游开发的消极态度。

并在与西递、宏村的比较中，这种相对剥夺感更加

明显。“钱都让旅游公司挣去了，我们村民没有啥

钱，一个人一年 150 元，够什么的，门票还 107 元

呢。你看看人家西递、宏村，一个人一年要分好几

千呢。这样，一家几口人也够农村家庭生活了。要

我说，我们这里我宁愿不发展旅游。”（村民 6）很明

显，多数村民并没有从旅游发展过程中有效提高经

济收入水平。然而，村民由于其社会地位的边缘

化，很难重塑现有的旅游收益分配方案。同时，一

些村民也认识到旅游业的巨大经济效应及蕴含的

商机，这激发了部分村民从事旅游业的愿望。

4.3 村民选择非正规部门的被动性

通过文本资料的三角互证发现，“村民导游”大

①资料来源：呈坎镇人民政府. 徽州区呈坎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钢要 [EB/OL].[2018- 11- 26].http://www.ahhz.gov.cn/

zwgk/public/6616263/9195477.html.

②资料来源：徽州微旅游. 徽州区2018年“十一”黄金周假日旅游情

况综述[EB/OL].[2019-02-18]. http://www.sohu.com/a/258059255_210471.

③有关呈坎景区的旅游门票收入数据，是笔者前往徽州文化旅游

体育局调研获取的，如有需要，请联系笔者。

⋅⋅ 91



旅 游 学 刊 第 36 卷 2021 年 第 1 期 Tourism Tribune Vol. 36 No. 1，2021

约40~50人①，将近是旅游公司导游的两倍。大多数

“村民导游”是闲暇时间来兼职的老人与妇女，该群

体的导游时间安排在上午 7点半到下午 5点半，与

景区开放时间同步，但为带到更多游客，许多“村民

导游”都早于开放时间和晚于关闭时间。在空间

上，该群体均来自本村，较多分布于进村的入口揽

客。在群体增长上，由于许多村民会根据自己的生

产生活事项来灵活从事导游工作，表现出非线性和

机动性。

由于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职业等因素限

制，“村民导游”是村民快速参与旅游业的重要途

径。当下中国农村的留守群体大多数都是老人、妇

女、小孩。对于老人而言，身体机能已经大不如年

轻之时，也无法从事较为费力的生产活动，因此只

能从事相对轻松的职业。对于妇女而言，她们承担

着照顾老人和孩子的责任，因此只能从事时间机动

的职业。此外，住宿、餐饮等旅游服务业，需要较大

的资金与精力投入、较高的经营技能、较好的地理

位置。这便限制了绝大多数留守村民从事此类旅

游服务业的可能性。在“村民导游”看来，导游这一

工作具有省力气、没本钱的特点。更是由于村民自

身对村落的历史文化都或多或少地理解，对村落复

杂的路况也比较熟悉，因此大多数的老人和妇女均

能胜任讲解与带路的工作。对于那些有意愿从事

旅游服务业而又被上述因素限制的留守村民来说，

“村民导游”使其能够快速参与到乡村旅游中，并从

中获益。

4.4 村民从事非正规导游的正反馈

在“村民导游”参与到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在经

济收入层面和日常生活文化层面均有不同程度的

获益情况。经济上，“村民导游”带一次游客收费10

元~50元不等，大多数“村民导游”在旅游旺季的时

候均能带到两次以上客人。“旺季一般至少是两趟

的，淡季的时候就靠运气了，一天挣个几十块钱，这

在农村已经不错了，够生活了。”（村民导游 2）这基

本就可以满足留守村民至少一天的生活开销了。

此外，呈坎村旅游快速发展吸引了外来经营者的进

驻，他们将其他旅游地的回扣操作也带到了呈坎

村。“有一次，有个‘村民导游’带客人进木雕店，消

费提成拿了3000多元呢，你可别小看了他们。”（村民

3）因此，“村民导游”不仅有导游服务的收入，还有

带游客进店消费的回扣收入。尽管如此，“村民导

游”对于从事导游工作收入的波动性也有清晰认

识。“赚一点算一点、补贴家用”“靠这个要饿死”也

正是“村民导游”对导游工作收入情况的全面认识

及所带来的正反馈，才使有村民不断加入“村民导

游”的队伍中。

在文化方面，旅游发展有效激活了古村落的日

常生活文化。呈坎村原有的传统村落日常文化活

动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几乎消失殆尽，新的、有意义

的日常休闲文化尚未建立起来，村落日常活动呈现

出单调乏味的特点。更是由于农村社区设施不全、

家庭结构与家本位的生活境况等因素的制约，当前

农村妇女的闲暇时间虽有大幅度提升，休闲生活却

仍然单调、低俗，打牌、看电视、串门聊天等是她们休

闲生活的主体[52]。“我们老太婆又没事，总不能天天

在家里待着看电视吧，电视看多了对身体还不好啊，

跟游客聊一聊、嗨一嗨，散散心嘛。”（村民导游11）就

村民而言，旅游是一件新鲜事，它为现有日常生活

注入了新的组分。更是在旅游影响下，村民由室内

走向室外、由封闭逐渐开放，大量游客的涌入打破

了传统村落“熟人社会”的格局，是对以往单调乏味

日常生活的有效补充，达到了散心、娱乐的目的。

“村民导游”也在与游客的互动中，丰富并充实着自

身的日常生活，成为部分村民日常生活中闲谈的媒

介和内容。

4.5 非正规导游适应外部的竞争合作行为

在“村民导游”群体不断壮大的情形之下，由于

部分“村民导游”在自身文化素质、服务技能等方面

的不足，时有发生骚扰游客的拉客行为，甚至发生

了为了争抢客源的打架事件，对呈坎景区的旅游形

象、游客体验造成了较为负面的影响。基于此，旅

游公司对“村民导游”群体进行了空间管制，该群体

形成了竞争合作行为。

具体而言，由于群体特殊性和缺乏制度参考，

形成了治理困境。“景色挺好的小村子，但是有好多

当地人拉着游客有偿讲解，说了不用讲还跟着讲，

感觉特别不好，强买强卖一样”②，这是携程网中有

关呈坎村景区“村民导游”的评价，与对游客实地访

谈所呈现的结果一致。受访游客强调“村民导游”

纠缠不放，其采取尾随的方式不断询问，让人不胜

其烦。“你看这些导游呢，大部分都是本村老太太，

① 2016年培训之时，共有 38人登记并参加培训，但后期又有所发

展，各方只能给出大约数值40~50人；在年龄上，最大的有76岁，最小的

48岁，多数60岁以上。

② 资料来源：携程网. 呈坎景区用户点评数据[EB/OL].[2019-12-

18]. https://piao.ctrip.com/ticket/dest/t20485.html.

⋅⋅ 92



袁 超等 | 乡村旅游中非正规导游的呈现：主动选择还是外部促动 第 36 卷 2021 年 第 1 期

年纪都大了，她们有时候干，有时候不干导游的活，

视情况而定的，所以也不好管理。”（村委书记）现有

制度、政策法规对正规导游员的管理有了较为详细

的说明，而对于旅游管理制度不予承认的“野导”等

非正规导游并未有相应的管理说明。这使得地方

政府与旅游公司在应对该群体之时，缺乏必要的制

度参考。“你说的这个‘村民导游’问题呢，我们区政

府都专门开过会议讨论过，但纯打击嘛，也有伤害

农民为旅游赚点生活费的积极性，也考虑到他（她）

们的实际困难，实际也有市场，但是要合法化的话，

哪个部门给他发这个证，给他（她）担这个责任？”

（村主任）再如旅游景区负责人认为，“政府出面很

难对村民中的导游进行强监管，也不能强管，这就

需要规范的景区管理秩序，而管理制度是要国家出

台的，规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比如说‘村

民导游’不能做，或者能做怎么去规范他”。由于

“村民导游”身份属性的特殊性和不确定性，以及管

理制度的缺失，很难对“村民导游”进行有效管理，

然而，旅游公司借由特定事件，对“村民导游”

进行了空间管制，该群体自发形成了竞争合作行

为。在 2015年 10月“村民导游”为了争抢客源，在

永兴湖区域发生了影响较为恶劣的打架事件，对景

区管理与形象造成了较为负面的影响。旅游公司

借此事件对该群体实行了空间管制，此事件后“村

民导游”不能进入永兴湖与各个景点（在此事件前，

“村民导游”的活动空间是不受限制的）。“以前他们

都能进景点的，谁都想多带不就乱套了嘛，前几年

在永兴湖还打架嘞，当时政府还有警察都来人了，

这不旅游公司不让他们在景点里了，只能在外面

了。”（村民 9）在空间管制的影响下，为了能够顺利

开展导游服务，“村民导游”自发形成了带客制度，

表现出竞争合作行为[16]。带客制度分为候客位置、

排队时间、带客顺序、过时不候 4个方面：即在空间

限制前提下，自发在文献祠入口、灵秀亭两个位置

等候游客。由于人数较多，在候客位置相对固定的

情况下，“村民导游”之间形成了一大早（6点多甚至

更早）便排队的“上班制度”，而排队时间又直接决

定了“先来先带，后来后带”的带客顺序。然而，从

参与式观察的结果来看，“村民导游”带客会时常出

现不成功的情况。即当依次轮到了某一“村民导

游”带客时，游客并不一定会聘请“村民导游”讲

解。如若出现这种情况，此“村民导游”就要重新排

队以等候下一轮带客机会，这便是“过时不候”的规

则。可见，“村民导游”在时间、空间、制度上表现出

结构化特征，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形成了竞争合作行

为，表现出的自组织特征更能适应来自群体外部的

冲击。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以往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研究多聚焦在城市空

间中，对于乡村旅游中的类似现象却较少关注。城

市空间中的旅游非正规就业群体多是基于城乡二

元结构与城乡流动的背景下产生的，而乡村旅游地

中的非正规就业多与地方具有紧密联系，具有在地

性。为了透视乡村旅游中非正规导游呈现的复杂

因素，文章采用了一种后结构主义的关系视角来剖

析非正规导游现象。

以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呈坎村“村民导游”为

例，详细描绘了旅游非正规就业中的非正规导游呈

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村民导游”的出现与外

部因素的促动密切相关，具有多种力量形塑的特

征。具体而言，呈坎村的地方性、旅游公司正规导

游供给不足、村落集体经济收入来源单一、旅游分

配制度社会正义性存疑促使留守村民参与到旅游

业之中。此外，由于性别、年龄、职业等因素带来的

交叉性、经济与文化层面的正反馈、群体的竞争合

作行为，“村民导游”将会长期存在。依据对呈坎村

非正规导游呈现的影响因素分析，文章提出“（非正

规部门产生）前提-参与(旅游业)-选择（非正规部

门）-反馈（从事效果）-适应（外部环境）”的分析模

式（图 2）来透视乡村旅游中非正规就业形成与

演变。

5.2 讨论

尽管非正规就业领域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解

释理论，对于理解非正规导游现象具有一定帮助，

但仅依据其中的任何一种视角都不足以解释呈坎

村“村民导游”的呈现。例如，二元主义强调非正规

部门作为传统经济的残余，将会随着现代资本主义

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缩小[41]。但是，呈坎村的村民能

够参与旅游业并选择从事“村民导游”，恰恰是旅游

开发这一充满资本属性的经济活动造就的。再如，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 De Soto 认为，人们选择非正

规就业是自愿和主动的替代性行动方式[53]。但是，

这却忽略了这种主动选择中的妥协性。本文无意

驳斥已有理论视角在特定情境下的启发性，而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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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种后结构主义的观点，强调现象的呈现乃是不

同实体相互关联的效应与结果。

具体来看，呈坎村的地方性催生了导游需求，

这与旅游公司正规导游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是非

正规导游产生的前提，而部分“村民导游”有效缓解

了此种矛盾。可见，地方作为自然实体是具有能动

性的，地方本身的特点可解释非正规现象[11，54]，而不

仅是非正规就业者占据的空间[19]。在正规部门与非

正规部门关系方面，呈坎村的案例表明，不同于

Michaud指出的“正规部门往往根据其自身的经济

需要征服非正规部门，并及时改善后者的不足之

处”[22]。就游客而言，“村民导游”非但不能被正规导

游完全取代，前者却是后者的有效补充。但对旅游

公司而言，两者仍然存在着紧张关系。有学者认

为，正规部门有权力迫使非正规部门离开“黄金位

置”[55]，这一点上，在相对较易带到游客的位置，本研

究中“村民导游”的活动范围均被旅游公司限制。

因此，审视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不

同的角度将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正如Henderson

和Smith观察到的，旅游背景下非正规-正规的关系

有时可能比该术语暗示的更为复杂[11]。

旅游分配制度的社会正义性存疑进一步诱发

了更多的村民加入非正规导游之中。总体上看，乡

村旅游发展能够产生显著的经济效应[56-58]，呈坎村

的乡村旅游发展的确证实了这点。但仍不能忽视

Britton在 30年前的洞见，即“旅游业确实为穷国提

供了许多好处，但认识旅游发展的重点不是旅游业

在总体上是否具有经济优势，而是这些优势对谁有

利，旅游发展的社会正义性应包括根据基本需求的

优先次序，以达到减少不平等和重新分配社会商品

的目标，其中，旅游业分配至关重要”[59]。因此，乡村

旅游的发展不能仅看它的总体经济效应，也要关注

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和发展机会最终流向了

谁、对谁有利。呈坎村村民正是由于此种社会正义

性存疑的旅游分配制度，而引发了对乡村旅游发展

的消极态度，它威胁了乡村旅游作为一种可持续的

发展方式。毕竟，本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

对于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60]。

此外，由于群体特征与行为、外部正反馈因素，

“村民导游”将长期存在。和中国大多数乡村类似[61]，

呈坎村留守群体是老年人和妇女，他（她）们由于性

别、年龄、职业等因素的交叉性[62]，非正规导游是该群

体快速参与到乡村旅游并获益的主要方式。而经

济和文化层面的正反馈则促使村民继续从事非正规

导游，经济层面在以往研究中经常提及[12，19-21]，丰富日

常生活文化亦是因素之一，与郭为等人指出的旅游

非正规就业的休闲功能[8]具有相似性。从宏观背景

来看，这与中国乡村文化不断受损并日渐衰落的大

环境有关[2]。在旅游非正规就业影响方面，与已有

研究指出的对景区形象及旅游体验的负面影响[25]相

似，部分“村民导游”由于过度逐利造成了负面影

响。但由于群体特殊性以及现有制度对如何引导

非正规导游极少涉及 [63]，“村民导游”一度较难治

理。而打架事件则使得旅游公司有了凭借，对该群

图2 非正规导游呈现的影响因素及分析模式

Fig. 2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analysis mode of the informal tour gu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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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活动空间进行了限制，该群体自发形成了带客

制度，表现出竞争合作行为[16]，而非具有领域性的竞

争关系[25]。因此，在审视中国乡村旅游中非正规现

象之时，即便讨论非正规就业的主动选择，仍然需

要考虑与主体的相关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有助

于理解主体为何如此选择。

5.3 启示

基于以上讨论，文章建议从外部因素来应对乡

村旅游中的非正规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村

民导游”群体身份特殊性，很难从群体入手进行有

效治理，这就决定了不能采取驱逐 [29]与“非正式管

理”[30]的方式，而应考虑非正规就业呈现的外部因

素。其一，正规导游服务水平是贯穿非正规导游呈

现的重要因素，因此，旅游公司可从数量和讲解水

平等方面有效扩充导游服务队伍，尽可能吸纳高水

平的“村民导游”，从而实现“双赢”局面。其二，现

有旅游分配制度社会正义性存疑，引致村民获得感

低而加入“村民导游”之中。因此，可根据地方经济

发展水平与旅游发展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改善旅

游分配制度，充分解释分配制度的实操性与合理

性，必要时引入参与机制与监督机制，适时适当地

公布旅游收益情况，并提高分配方案的透明度，切

实将本地居民视为旅游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其三，

村落日常生活单调是大多数留守群体的常态，因

此，旅游公司和地方政府应当加强村落传统文化与

日常休闲活动建设，例如营造村民共享空间、开办

传统手工艺学习班、举办传承地方非物质文化等活

动，积极引导村民将日常生活实践与旅游地传统文

化结合起来，既能丰富村民的日常生活，又能够增

加村民参与旅游业的途径。当然，本文只是呈坎村

“村民导游”的个案研究，案例析出的旅游分配制

度、交叉性、竞争合作行为等是具有一定外推意义

的概念，虽对认识与应对其他乡村旅游地中非正规

现象具有参考价值，但后期仍需以不同类型的乡村

旅游地与非正规就业为研究对象，以进一步总结乡

村旅游中非正规现象呈现的影响因素，以提升研究

发现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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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has undergon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to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where the rural areas no longer serve as supplier of food and natural resources but act as a

place of consump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and inheritable aspec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regional culture, becoming a significant carrier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stimulates burgeoning phenomenon of

informal employment such as informal rural tour guide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Previous studies on

informal tourism employment have focused on urban areas, while studies on rural areas have been

scarce. However, the rapid growth of rural tourism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growth in informal

tourism employment, which is not fully explained by existing studies. More importantly, exis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informal employment are widely debated,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an

in-depth analysis of specific issues. Therefor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key issues related to informal

rural tourism employment using the“village guides”in Chengkan village, Huangshan city, China, as an

example. Chengkan village was chosen because there is no similar informal tour guide phenomenon in

other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Huangshan city.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informal rural tourism

employment. We found that villagers who worked as informal tour guides did so in response to the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external factors, as reflected in their passivity and the compromises they were

forced to make when participating in the informal tourism sector. Specifically, the gap between the

demand for local tour guides in Chengkan village and the supply of formal tour guides has led to a

growing demand for informal tour guides. Furthermore, the nature of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means that villagers can only earn income from non-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dditionally, doubts about

the social justice of the tourism distribution system have encouraged the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The“village guides”system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enabling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regardless of gender, age, occupation, or other demographic factors. Feedback in

relation to both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benefits of engaging informal tour guides and the

spontaneous competitive behaviors that have developed suggest that the“village guides”system will

continue to exist for a long time. Furthermore, we propose a“premise-participation-choice-feedback-

adaptation”model to deconstruct informal employment in rural tourism. We argue that in cases where it

is difficult to manage informal tourism employment locally, the problems can be overcome by

improving tourism services and the tourism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framework of daily life in rural villages.

Keywords: informal employment;“village guides”; influencing factors; rural tourism; Chengkan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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